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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则，字子正，北宋婺州永康 （今浙

江金华永康） 人，北宋一代名臣，一生虽

任多职，但始终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为后

人所推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

对他一生仕途所做一切的总结评价。范仲

淹对其撰写的墓志铭流传久远，为历代人

所诵读。为什么范仲淹给胡则写这篇墓志

铭呢？两人虽同为北宋名臣，根据资料显

示，范仲淹比胡则小 26岁，但两人感情甚

好，可以说志同道合、莫逆之交，因为两

人都有着诸多共同特点，比如出身清贫，

但都有着为天下苍生社稷的高远志向，为

官廉洁，且功业显著。因此，胡则逝世

后，范仲淹为他写了这篇墓志铭。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 既是胡

则一生的记载，也是与范仲淹之间朋友情

感的记录。范仲淹在《兵部侍郎致仕胡公

墓志铭》 中充分显示与胡则的深厚友情。

范仲淹在墓志铭的开篇就写到他与胡则一

家情感深厚：“以夫人颖川郡君陈氏祔

焉，礼也，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

‘礼经谓：称扬先祖之美，以明著于后

世，此孝子孝孙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

行而不远，处丧之言，乌乎能文。今得浙

东签书寺丞俞君状先人之事，而敢请志

焉。’”由此可见，范仲淹为胡则作墓志

铭是基于“友人”原因，从语言描述中对

胡则的逝去怀有无比悲痛的伤感。事实

上，范仲淹对胡则的这种情感正是来自于

彼此之间的多年交往和相同志向。

胡则 52岁担任江淮制置发运使时与范

仲淹相识，他们之间相识还因胡则的长子

胡楷的介绍。胡楷向胡则提到范仲淹家境

虽贫寒，但勤学好问、品学兼优，更为难

能可贵的是即使有着艰难的生活仍然志存

“治天下”的理想，为社稷苍生而努力。

相见之后，胡则与范仲淹结下了深厚的忘

年交友情。更为“巧合”的是，天圣九

年，即 1031年，胡则与范仲淹共同执政于

陈州，此时的胡则已经 69 岁，担任知州。

范仲淹则任职陈州通判。两人共事于陈州

期间，大兴商贸，减持税收，减轻民众负

担，以济贫助学，深得人心。虽后来胡则

离开陈州，任刑部侍郎、杭州知州，但与

范仲淹的友情愈加深厚，不断书信往来，

更是以诗寄托挂念。如范仲淹在《依韵和

胡使君书事》 中写道：“都督再临横海

镇，集仙遥辍内朝班。清风又振东南美，

好梦多亲咫尺颜。坐啸楼台凌皓月，行春

鼓吹入青山。太平天子尊耆旧，八十王祥

未赐闲。”范仲淹在诗中以魏晋时期的名

臣王祥来隐喻胡则，将其称赞为朝廷所倚

重的对象。显然，范仲淹对胡则的友情恰

恰正是那种家国情怀彼此的契合，即使胡

则去世后，范仲淹仍是念念不忘，正如他

人所言范仲淹在其名作《岳阳楼记》的最

后写道：“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里所提的

“微斯人，吾谁与归？”，显然范仲淹的言

外之意，这个人就是与其有着诸多共同理

想的胡则，既是对自己的写照，也是对良

师益友胡则的缅怀。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 中概括

了胡则一生仕途，他担任多职，几乎在每

个岗位上都尽职尽责，体现了胡则为官治

理能力。墓志铭对胡则的仕途有着详尽的

叙述。公元 989 年，胡则考取进士，开启

了从政一生，他担任要职 47年，经历了北

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皇帝，任职地方

无数，正是墓志铭所记录的，先后在浔

州、睦州、温州、福州、杭州、陈州等十

州任职，而且一生的官位也是不断变化，

“端拱二年御前登进士第，释褐为许州许

田尉，以干自闻，补蕲州广济宰，又补宪

州录曹。以本道计使谏议大夫素公湘之

举，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签署贝州节度观

察判官公事。升本省丞，知浔州。拜太常

博士，提举二浙榷茶事，兼知桐庐郡”。

可以说，胡则所任职务从许州许田县尉做

起，到知州再到拜太常博士，实际上后来

又到任尚书户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工部

侍郎、兵部侍郎、权三司使等官职。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 全面记

载了胡则在不同职位上的尽职尽责，鞠躬

尽瘁。比如在墓志铭中写道，“又补宪州

录曹”，具体是指胡则担任宪州录事参

军，此时则正是灵夏寇盗来犯，大宋准备

应对，太宗下令宪州准备筹集三十天粮

草，“公在宪州，时西寇梗边。朝廷命师

五路入讨。诏具三十日粮以从之”。对此

胡则提出：“为百日计，犹或不支。”意思

是准备一百天的粮草还不一定够。胡则亲

自向宋太宗禀报边塞情况，而且对宋太宗

的问题也是应对自如，由此深得太宗赏

识。虽然胡则在一生仕途中起起伏伏，但

始终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牢记胡氏家训

里“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比

如，69 岁的胡则，为改善国家财源，实施

“通商五利之法”，改食盐由官买为商销，

终因改革触犯了士大夫阶层利益，他从权

三司使 （代理计相） 被贬为陈州知州，但

据 《宋史》 记载，“通商五利之法”的实

施当年就为朝廷增收税收 15万贯。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 表明了

胡则为官一任为国为民。他清正廉洁、刚

正不阿，维护国家利益。公元 1011年，胡

则任屯田员外郎，负责主管江南路银铜场

铸钱监，在视察池州永丰监时发现监吏存

在吞贪行为。胡则严查祸首，完善法度，

打击了谋取私利的官员，避免了大宋财政

的损失。胡则做到了为民着想，从“为万

世开太平”的家国理想出发，实现一名中

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始终视“为

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为己任。《兵部侍

郎致仕胡公墓志铭》有这样记载，胡则曾

提出：“百姓疾苦，刺史当言之，而弗

从，刺史可废矣。”意思是我任刺史，最

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替老百姓做事情，如

果不成，我的这个刺史就可以被免职和废

掉。胡则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在公元

1025 年，胡则出任福州知州，此时大宋处

于内忧外患、连年征战，朝廷财力入不敷

出，于是官府试图收到农民改良的滩涂，

变为“官庄田”，增加税赋，“至是计臣上

言，请就鬻之，责其估二十万贯，民不胜

弊”。于是，“公奏之，未报。章三上”，

胡则先后三次犯颜直谏，直到朝廷诏免

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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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转

为自觉的历史关键期。这一转变既是 19、20

世纪之交多维时代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

有赖于清末各派知识精英基于现代民族国家

意识，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开

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早期实践。

一

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在 19世纪末、20世纪

初走向自觉，有着多维的时代因缘。民族危

机的加深、民族国家学说的输入以及边疆内

地一体化建设的加速，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极大刺激了清末

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中日甲午战争

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各族人民组织

动员起来，一致团结对外，在抵御外侮的战

斗中深刻体认到彼此共同的利益安危和情感

认同，以回族将领左宝贵、土家族总兵罗荣

光为代表的优秀中华儿女壮烈殉国、以死明

志，彰显了危机面前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

力。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和 《辛丑条约》，中国的主权大

量丧失，人民承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西方

列强借此扩大资本输出，加紧控制中国的经

济和财政，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沉沦跌至

谷底。有识之士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推翻腐

朽统治、加速现代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革命先驱孙中山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

音，开启了救亡图存的新路。

现代民族国家学说的引入，为现代中华

民族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西方有关

种族的肤色区分及其鼓噪的“黄祸论”，刺激

和强化了清末国人的自觉意识，并衍生出保

种、强种等民族主义思想。1903 年，梁启超

征引欧洲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指出民

族具有同居一地、同一血统以及同其语言、

文字、风俗等特征，为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建

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世界地理和外交

新知的普及，“国民”“主权”“社会”等现代

概念的生成，使得传统的天下观、华夷观不

断弱化。正如彭武麟教授所言，“华夏中心”

的传统地理观逐渐上升到以民族国家为界线

的现代地理观。

边疆内地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为现代中

华民族意识的自觉奠定了社会基础。 1884

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新疆内部行政管理

体制逐渐统一，与内地也开始接轨，来自内

地的汉、回等各族人民日益增多，带来了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

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新疆的长治久安，增

强了西北的国防力量。1885 年，清政府在台

湾设立行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大力发展交

通、邮政事业，鼓励福建移民开发台湾，改

进当地高山族的文化教育，台湾与祖国大陆

的联系日趋紧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晚清

以降由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内陆腹地和边疆

民族地区逐渐推进的变革，拉近了内地与边

疆的时空距离，为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

奠定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清末驻藏大臣

张荫棠于任内提出《治藏大纲二十四款》，编

写 《训俗浅言》《藏俗改良》 并翻译成藏文，

创办汉藏文报纸，并赴大昭寺向西藏官员宣

讲富国强兵之道，宣传爱国思想。1910 年竣

工的滇越铁路，加强了云南的对外交往，外

省乃至欧美商品纷至沓来，改变当地人传统

的重农思想，昆明、呈贡、河口等铁路沿线

城镇商业日渐繁荣。

二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注重揭示

中华各民族一体化融合的发展趋向，成为现

代中华民族自觉的重要标志。

1902 年，梁启超在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

迁之大势》 一文中较早使用“中华民族”语

词。他在 1905 年的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

察》 中又多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尽管

仍指汉族，但同时强调“中华民族自始本非

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正如黄兴涛

教授所言，这一论断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改

变，即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

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1907

年，杨度在 《金铁主义说》 一文中强调祛除

种族即国家、君主即国家的观念，培育完全

之国民，认为“汉、满、蒙、回、藏五族，

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中国全体

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

迹、界限之可言”。此一表述深刻揭示出中华

民族共同体蕴含的一体化趋势和整体性特征。

满族官员和留日学生对于民族关系的理

解也颇值得关注，他们提出各民族融合、平

等的主张。1906 年，出洋考察宪政归来的端

方在 《请平满汉畛域密折》 中提出“惟有使

诸族相忘，混成一体”。稍后，恒钧、乌泽声

等满族留日学生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

报》，自觉倡导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

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国兴则同受其

福，国亡则俱蒙其祸”，甚至提出中国之人民

“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的新论断，无不体

现了中华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命运、责任和义

务，这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进程中具

有特殊的意义。

革命党人也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立

宪派的观点，适时调整此前狭隘的“排满革

命”“驱除鞑虏”的宣传。1906 年，孙中山

已注意区分满人百姓与满族统治者，并解释

民族主义并不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

他。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

务的刘揆一已经开始宣传“大民族”观念，

在 《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 中强调

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

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共同保护所生

存的整个国家领土。由此可见，现代中华民

族意识的自觉，乃是清末各派彼此互动、相

互影响的思想产物。

三

“五族共和”的主张通过 1912 年发布的

一系列重要政治文本得以确立。孙中山在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中强调，“国

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

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

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颁行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

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彰显了主

权在民、疆域一统、多民族融合的现代国家

特征。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中华

民国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

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而清廷

颁布的 《清帝逊位诏书》 也规定“仍合满、

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

国”，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清朝所辖的边疆民

族地区被纳入民国法统之下，折射出现代中

华民族意识的深刻影响。

此后采取多项举措，培育国民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一是组建新的主管边疆民族

事务的机构，推动民族平等。决定不再用藩

属名称，不再设理藩专部，一切政治俱属内

务行政范围，后设蒙藏事务局专司其职。二

是推行旨在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民族

政策。颁布 《劝谕五族通婚令》，鼓励汉、

满、蒙、回、藏五大族祛除旧见，互通婚

姻，“相亲相爱于无极”。三是加强“五族共

和”的宣传和教育。将优待蒙、回、藏各族

条例等译成多民族语言合璧文字，刊刻颁发

至边疆民族地区，让各族人民了解民族政

策；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支持创办 《蒙藏回

白话官报》，以汉蒙藏回四种文字，讲解共和

之真理，使边疆同胞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

觎之渐。此外，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也应

教育部要求，在编纂新式教材时突出汉、

满、蒙、回、藏各族平等融合的内容，以巩

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各民族同胞逐步增进了对于中华民族和

国家的双重认同。在 1912 年的国都论争中，

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等人更看重北京在推进

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边疆稳定方面的独特优

势。当少数蒙古王公在沙俄指使下企图分裂

国家时，1913 年西蒙古王公召开会议并通电

反对，指出“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

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

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1912 年 9 月，逊

清皇室在那桐宅举办欢迎孙中山、黄兴来

京的宴会。贝子溥伦宣读颂词，表示共和

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所趋，盼能够实现五

族 平 等 、 巩 固 国 基 ， 皇 族 诸 人 亦 永 受 其

赐 ， 体 现 了 逊 清 皇 室 对 于 五 族 共 和 的 认

同。黄兴在答词中肯定了清帝逊位促成全

国早日统一的积极贡献，强调五族共和有

利于共和国家前途，体现了革命党人由反

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促进了

中华民族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变，

也对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瀛涯胜览》作者马欢，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使

团的翻译。马欢一生曾三次随郑和下西洋，回国

后，将自己的见闻写成 《瀛涯胜览》 一书。该书

详细记载了明代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海

上诸国的情况，代表了时人对于海上世界的认

知，是研究明代前期我国对外关系、海外交通和

西洋各国史地的一本重要史籍。

晚清的林则徐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

人，让许多人以为清代以前的中国对于外部世界

茫然无知。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对域外充满好

奇，已有不少记录域外的典籍。汉唐之际，无论

是张骞通西域，还是玄奘西天取经，多走陆上丝

绸之路，中国对于西北诸国了解较多，也记述较

多；宋元以降，航海者众，对海上诸国了解更

深。南宋周去非的 《岭外代答》，元代汪大渊的

《岛夷志略》、周达观的 《真腊风土记》 等都是记

述海外诸国的著作。到了明代，随着郑和下西洋

的顺利推进，《瀛涯胜览》应运而生。由于作者马

欢是明朝官方使节，所以此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明朝的官方态度以及当时中国对于海外世界的

认识。

《瀛涯胜览》对海外诸国记录甚详。该书不分

卷，共设有占城、爪哇、苏门答腊和天方等二十

个国家和地区条目。该书详细记载了从中国到海

外诸国的方位、时间，如从福建福川府长乐县五

虎门开船往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占城国王舍

城；从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至龙牙门，入

门往西行，二日可到满喇加国；自古里国开船，

投正西兑位，好风行一月可到阿丹国。在 《瀛涯

胜览》 中，对于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奇情异

物，亦有相当多的记载，如记录占城国的犀牛、

阿丹国的麒麟等异兽；记录了爪哇国通行使用中

国历代铜钱，或犬食、或火化、或弃水的丧葬之

礼。沿途各国风俗沿革，无所不备，成为日后了

解海外诸国的指南。正如 《瀛涯胜览》 序中述

道：载岛夷地之远近，国之沿革，疆界之所接，城

郭之所置，与夫衣服之异，食用之殊，刑禁制度，

风俗出产，莫不悉备。由于亲身经历海外与中国的

差异，马欢感叹“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

郑和下西洋并非单纯几个使者的出行，而是

有高达两万七八千人的队伍，有强大的武力，足

以攻击或占领他国，但是在 《瀛涯胜览》 的记录

中，明朝使团一直是和平友善的，从没有主动对

他国进行武装侵略。这是因为，古代中国以农耕

立国，统治的核心区是适宜农耕的区域，对于域

外土地，大多认为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

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没有太大的兴趣。古

代中国并不追求直接统治四夷，只要求形式上臣

服中国即可，对臣服中国的四夷则设置为羁縻州

或藩属国。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在 《皇明祖训》

中设定了十五个国家为“不征之国”。特别嘱咐不

要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

命，即明令后世子孙不得以武力攻取侵略。明太

祖认识到穷兵黩武的危害，明成祖也希望与海外

国家和平共处，不轻易对海外诸国用兵，也希望

各国之间不互相攻伐、共享太平之福。所以在《瀛

涯胜览》中，中外交流充满了和平友善。明朝的使

团没有攻击他国，反而帮助海外诸国平息动乱，

切实维护了海外的和平与稳定。如在旧港国中国

船队平定了陈祖义，在苏门答剌国帮助平定动

乱，国王感念大明的恩德，因而时常贡献方物等。

在经济领域，明代中国仍然是农业社会，重

农抑商。因此，没有经济上侵略殖民的想法。相

反，对于海外国家，明朝秉持传统的重义轻利、

重名轻实、厚往薄来的理念，通过大量的赠予和

朝贡贸易维护封贡关系和睦邻友好。《瀛涯胜览》

见证了明朝厚往薄来的政策，每到一处使团即宣

谕皇帝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银印、冠服、礼品

等，鼓励他们与中国友好往来，对于来华朝贡，

明朝则予以丰厚的回报。《瀛涯胜览》记录了中外

互通有无、和平交换，如船队到达溜山国时购买

当地的龙涎香、椰子等物，在阿丹国，国王允许

当地人与船队进行珠宝交易，中国购买了珊瑚

树、狮子、鸵鸡等，锡兰国、裸形国喜欢中国的

麝香、瓷器等物，中国的丝、绢等深受多国人民

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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